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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实验中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所观察到的经济行为往往与标准理论的预测和解释不一致。这种经济

行为的系统模式的发现为提高经济学的实用性提供了极大的机会。然而，正如在经济学实验中的参与者在

放弃他们的咖啡杯时会犹豫一样，经济学家们似乎也不愿意利用这些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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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由于他在引领行为经济学的新领域或分支领域上所
做出的杰出贡献而成为 2002年的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之一，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近年来行
为经济学研究结果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及其深远意义。然而，尽管从行为经济学的研究中得

到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实验结果说明其在很多方面都可以显著地增强经济学的解释能力和实

用性，人们对于它们对经济学潜在的改进能力还是知之甚少。 

更好地运用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的难点，至少部分来自于经济学家们对既定标准理

论的依赖，而且他们似乎并不愿意对此做任何放弃。经济学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关于解释

行动、预测行为、评价结果和提出改进措施的，在这些领域和他们几乎全部的工作中，经

济学家都是以标准理论为指南的。 

标准理论是关于理性人假设的理论，理性人假设是指具有一致和稳定的偏好、与合理

的传递性公理一致的行为和爱好、对于现在和未来有同样的洞察力，以及在给定的资源约

束条件下共同行动的群体。当然，经济学家也知道，这些假定都是对现实情况的抽象，因

此他们一般把与预期的偏离主要视为随机噪音，并且关注那些能证明其主要假设和解释的

主要趋势。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个结论——标准理论已经被证明在组织观测、提出假设、
指导分析和设计政策选项方面都是极为有效和正确的，因此，经济学家能够在广阔的应用

领域来运用标准理论——的应用通常对大众是有益的，虽然也许对一些狭隘的利己主义者

                                                        
∗ 本文引用了 Lim Chong Yah于 2002年 11月 13日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就职演说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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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如此。 

标准理论的另一项相关成就是，人们特别是经济学家呼吁不仅要更多地运用标准理论，

而且要严格坚持其原则和规定：“无法满足经济学理论的要求意味着不能测量出适当的偏
好”[1](p.346)；“应该把经济学假设的核心设置应用到收益和成本的计算上去”[2]。考虑到对经

济学的长期滥用以及对在流行的论述和全世界的谨慎群体中被描述成为“大众经济学”[3]的

广泛关注，这些要求适当运用经济学的建议是非常正确的。 

对于标准理论的认可同样也在引导诸多分支领域的共同发展。其中最突出的进步就是

在计量经济学方面，伴随着更好的数据以及计算机的应用和技术上的变化，计量经济学极

大地加强了经济学分析的经验基础。 

然而，经济学家对标准理论的关注，以及他们对与其规范的相背离的方法和证据的长

期忽视，都严重地限制了经济学——和公众——去利用大量能够更真实地反映人们如何进
行经济行为选择的实验成果。标准理论假设的情形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现有的成果在推动

经济学研究方式真实潜力的发挥。 

正如 Tetlock和Mellers[4](p..94) 所观察到的： 

很多心理学家发现很难去正确评价理性选择理论对经济学的顽固控制。对

于很多经济学家来说，理性是不证自明的事实；任何一个人如果愚蠢到想

要提出相反的假设，一定会面临提供足够证据的重担。 

如果考虑到行为经济学研究的一个主要成果就是人们一般把损失估价的比得到的高，

结果不愿意放弃的东西——例如材料和其他东西时，这种顽固性就显得尤为有趣。 

2  行为经济学 

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因其“把来自心理学研究上的见解融合到经济学中，
特别是在涉及到不确定条件下人类的判断和决策”而获得了 2002 年的经济学诺贝尔奖。这
是对这一分支领域的进步及其研究成果的潜在作用的一种承认。2002年诺贝尔奖的引言不
仅合理地说明了卡尼曼教授的贡献，而且还支持了这个领域所取得的成果，尽管如今的研

究和成果已经远远超出了当时那个简单的概述。 

有趣的是，经济学本身就是研究人类的决策和经济行为的，但行为经济学却成了经济

学一个新的分支领域[5]。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可能是经济学已经由早期的与其他社会科

学紧密联系的状态转变[6]并远离到了一种新的现代经济学的抽象层次的原因。 

行为经济学领域也吸收了很多心理学和心理学家的思想。比如，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一起写了很多具有开创性的论文，这些论
文都着眼于这些领域并且鼓励更深入的探究。这个领域也被称为是经济心理学，特别是在

心理学界中，而且有一本非常著名的学术性杂志——《经济心理学杂志》——就是由经济
心理学国际研究协会主办的，这又进一步说明了经济学和心理学之间的联系。但是，行为

经济学同时也不断汲取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其他决策科学的研究和发现。 

后者包括了实验经济学的一些成果，但并不局限于此，实验经济学是一门在条件可以

控制的实验室背景下研究经济行为的学问。控制和利用这些条件是为了检验可选择的市场

和其他的制度规则。弗农·史密斯（Vernon L Smith）因其“将实验室实验作为工具引入经验
主义的经济学分析，特别是在可选择的市场机制的研究中”而与卡尼曼教授共同获得了2002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很多行为经济学的早期研究和其中一些非常有趣的结论，都包括了对标准理论的预期



经济学、经济学家和行为经济学：有关选择行为的某些问题 

 3

行为的检验。在很多实验中，实验结果都显示出了比传统理论所预测的人们的选择和经济

行为更现实的观点。这些不一致远不是对期望结果的正常随机偏离；恰恰相反，它们是系

统的而且为数众多；“……坦白地说，标准理论与事实不符”[7]。 

3 有关人们选择的例子 

我们很早就认识到人们倾向于系统并且持久地做选择，这显示了与标准理论中理性代

理人模型的偏离。某些这种“不理性”反映出了人们的真实偏好；而另一些被归入系统错误
则更为恰当。有一些是由于对不在标准理论的考虑范围之内的权利维度的估价；另一些则

至少部分的是由于人们计算和评价的局限性——他们的有限理性。 

在大部分时候，我们经常用视觉错觉来表明人们的局限性和错误。Muller—Lyer 错觉
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在下面的两条线中，个人总是选择上面那条线比底下那条线更

长，尽管这两条线的长度是一样的： 

 

 

当人们可能感觉不到他们能从不正确的选择中得到什么时，一旦错误被指出时，他们

就毫无疑问地把它当作一个错误去更正（例如，在每条线的旁边放一把尺子）。类似于这样

的对错误结果的选择会对私人或公共行动，或者至少对能增进社会福利的行动产生错误的

指导作用。例如，如果这两条线的长度代表了两条道路，那么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基于相信其中一条线比另一条长的错误信念所做出的基础投资或维护花费都是没有意义

的。 

在其它的一些情况中，评价的背景也会影响到偏好。例如，有二组实验者，第一组实

验者只看到一个用大盘子装的没有装满的冰淇淋，第二组实验者看到的是一个用小盘子装

的满满的冰淇淋，那么第一组人对他们看到的大盘装冰淇淋的评价比第二组人看到的小盘

装的要低。然而，当第三组人同时看到这两份冰淇淋时，他们就会先比较两者的相对大小，

而后相应的估价[8]。当单独的观察每个盘子时，参与者几乎没有标准去判断它的尺寸和相

应的价值，从而他们也就着眼于冰淇淋和盘子的相对体积这一不相关因素。而能同时看到

两份冰淇淋的人就会着眼于真正有意义的方面，也就是冰淇淋量的相对体积。评价时的背

景依赖看上去是一个很普遍的发现[9][10]，说明人们在不同的条件或背景下对待同一件物品

的判断可能会不同。 

同样，在两种商品中选择一种时，人们也更多的倾向于注意到它们的好的方面，而在

被要求在两种商品中放弃或拒绝一种时，则更多的注意它们不好的方面。有一个结论就是

由于商品都有正面的和反面的属性，这些属性包括了绝大部分的东西，人们可能在挑选的

时候更偏向于某一个，然而在放弃的时候会表现出相反的偏好——明显的违背标准理论的
偏好假定[11]。 

众所周知，人们经常是凭直观推断——思维捷径——来做出选择和决策的。在很多情
况下，这些单凭经验的方法是有道理的，因为由于消耗更多时间或者高成本协商所带来的

任何改进价值都比不上所增加的麻烦。直观推断一般无需什么花费就能使生活变的更简单。

然而，利用直观推断常常会产生系统的偏见[12]。例如，对于容易回想起来的事情，人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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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会考虑的更多或者认为它更重要，尽管这种可得到性是由于事情发生的时间近或者事情

很生动，而不是基于事实数据。人们一般对样本大小和基本利率也是不甚敏感。而且他们

容易因为某一方面的特征就把人或事物归于某一特殊类别，即使被归于那些类别的特征的

实例与选择对象关联很小。例如，一般认为一个对艺术感兴趣的 MBA 学生会去一个剧团
工作，人们很少会想到他会去咨询公司或大的企业去工作[13]。 

有时候对一些完全不相关的数字或者其他指标的锚定效应也会使人们做选择的方式很

难用标准理论来解释。在最近一次对该效应的证明中，一组美国 MBA 学生首先被要求看
一下他们的美国社会保险号码的最后两位数字（很明显，这是个随机数字）[14]，然后他们

被问到是否愿意以该数字作为价格（美元）购买展示给他们的 6种消费品——比如一个无
线键盘，一瓶酒和一本书。接着，在包含真实交易而不是假设估计的估价中，他们被问到

对这 6种商品的每一件所愿意支付的最高金额。结果是参与者对每件商品的估价预期与社
保卡号有很强的相关性（表 1）——这并不是一个不寻常的结果，但与标准理论的预测没
有什么一致之处。 

表 1   社会保险号分成 5组时愿意支付价格的平均值 

分组 无线轨道球 无线键盘 一般酒 稀有酒 设计图书 比利时巧

克力 
1 $8.64 $16.09 $8.64 $11.73 $12.82 $9.55 
2 11.82 26.82 14.45 22.45 16.18 10.64 
3 13.45 29.27 12.55 18.09 15.82 12.45 
4 21.18 34.55 15.45 24.55 19.27 13.27 
5 26.18 55.64 27.91 37.55 30.00 20.64 
来源：Ariely等人（2003） 
 

在不同的财产之中，人们不认为其货币财富是完全可替换的或是可代替的，而通常是

以不同的头脑计算或者预算来组织他们的决策和选择[15]。例如，他们对待其在退休保险上

的投资与其他账户上的投资是有不同的，尽管他们计划着当退休时都要从这些账户上取钱。

纽约出租车司机在经济上古怪而又损失巨大的行为是，在繁忙的日子里他们早早收工，而

在冷清的日子里长时间的工作，而不是采用与之相反的方式，如果采用相反的办法，他们

就能在一年里花更少的时间挣得更多钱。这成为源于头脑计算的强动机的一个有趣的证明

例子[16]。出租车司机们不是以标准理论所预测的最大化行为行事，而是设定了每天的收入

目标且一直出车直到达到目标，尽管这会导致他们大部分时间只能获得较低的受益，而少

部分时间取得较高的受益——还产生了当需求低时有较多的出租车而当需求高时有较少的
出租车这样的社会成本①。 

在很多其他情况下，标准理论的理性代理人模型也与人们观察到的决策和判断存在系

统性不一致。观察到的行为与标准理论的预期之间的某些差别的原因更接近于 Muller－
Lyer视觉错觉所显示的那种错误；而其它的则是由于人们真实的偏好所致。禀赋效应即是
一个广为人知的关于后者的很好的例子。 

4 反映禀赋效应的选择 

鲜有疑问的是，一个最广泛深入且被很好证明的例子显示出，由于人们对得与失之间

评价的不一致，导致他们的偏好和选择与标准理论预测不同。公认的理论非常清楚地显示

得失是以不同的尺度进行的正确评定，如[17](p.5)进一步证明的那样： 
                                                        
① 对新加坡的出租车司机的类似行为也有报道（Chou，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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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者【从现有状态 1】到状态 2 的【估价】为他对变化所愿付出的最大值，因为如
果他不得不支付这一数量，他就不会比在初始状态 1下更好。对称的原因揭示出损失
者从变化到状态 2的【估价】是补偿其忍受状态 2所需的最小值，因为如果其得到这
一数量他就不会比在初始状态 1下更差。 

获得收益所愿意支付的价格（WTP）与承受损失所愿意接受的价格（WTA）就是这些变化
的价值的可接受测度方法。尽管预期认为用WTP和WTA测度方法会得出一致的价值结果
①，且本质上会在所有的经济实践中保持如此。然而，行为研究的结果却发现与这种预想也

完全不一致。经验证据显示人们通常在得到一件产品或一份权利时对它们的估计比在得到

时的估价要高。 

对WTP和WTA不一致的诸多简单证明之一来自一个将货币和彩票进行真实交换的实
验：调查同一个人他愿意为以 50%的机会获得（比如所得）20美元所支付的最大值，和当
他已经拥有这一彩票时，如果要他放弃该彩票他所要求的最小值②。传统理论的简单假设为

“我们一般期望其结果相当接近，以至于选择哪一个是无所谓的”[18](p.121)，任何人都可以清

晰地分辨出这种说法缺乏实证检验，并且明显地与实验结果相矛盾。WTP和WTA并不如
预期的那样接近或相等，这些人愿意支付平均 5.6美元得到赢取 20美元的机会，但要求平
均 10.87美元才会放弃它——他们对损失的估价为完全相当的收益的两倍[19]。 

标准理论的接近相等预测是基于伴随着拥有一种利益的权利的福利（效用或者福利）

水平在利益（金钱、消费品、环境质量，或任何事物）数量增加时会以递减的速度提高。

在利益数量改变前后的福利水平的提高或降低被作为前后水平之间的差异。对于绝大多数

的变化，从这一函数“得出”的两种水平权利的值确实相等——某种物品数量的增长会提高
的福利为 α，而这种物品的数量减少会降低大约等量的福利(-α)。 

很早就有人置疑物品数量和人们福利之间关系的这一假设[20][21][22]。绝大多数时候，这

种置疑不是基于其是没能解释得失的感觉的一种不确定，就是因为所观察到的对物品评价

的不一致。 

特别是 Kahaneman和 Tversky（1979），他们使用“心理学研究的见解”来显示为什么总
会观察到人们对所得和所失的评价不一致，这是与标准理论一个主要分歧，但也确实不是

一个令人惊讶的期望结果。他们提出标准理论在很大程度上错误地说明了利益数量和人们

的福利水平的关系。Kahaneman 和 Tversky 特别指出了能够更加精确地描述人们的偏好且
与观察到的行为更一致的这种关系的三个重要特点。 

 

 

 

 

 

 

 

 

                                                        
① 缺乏在几乎所有的实际情况中被认为是琐碎和不重要的收入或者财富效用。 
② 为了消除估价的顺序效应，对半数的参加者，两次交易的顺序是相反的。 

（参考点）
损失 

收益 

数量 A R B 

福
利

图 1 以参照点为基础的损失和获得值 



经济学、经济学家和行为经济学：有关选择行为的某些问题 

 6

第一个特点是人们在评价物品或权利数量上的变化时，更多是采用相对参考状态它们

的增加或减少，而不是采用一般观点所认为的两种最终状态间的差异的形式。第二个特点

是，人们对参考状态的损失的评价要高于，而且大大高于其收益——这种偏好特征被他们
称为损失厌恶。第三个特点是，对更大的得或失，人们的敏感度降低——例如，10 和 20
之间的差异看起来比 210和 220之间的差异要重要。总而言之，这三个不同点指向的是如
图 1所示的福利和利益数量之间关系，而不是如标准理论所预测的在整个得失范围上以递
减比率增长的平滑曲线。 

虽然 Kahaneman 早期的工作以及与 Tversky 的合作成果对经济学意味深远，但确实最
能代表 Kahaneman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贡献为他 1979年的《期望理论》一文，该文概述
了图 1所示的关系的原因，更引出了随后的实验证明①。他们决定在《计量经济学》上发表

此文主要是基于“这本杂志至今发表了最好的有关决策的论文，而且我们有热情成为其中的
一份子”而不是“抱着影响经济学的目的”[23](p.13)。然而，最主要的经济学专业杂志的选择使

这篇论文得到了经济学界相当水平的重视，要是在心理学杂志上发表的话，这几乎不可能。

到目前为止，它是《计量经济学》上所发表的论文中最经常被引用的，也是所有经济学文

章中被引用最多的文章之一——这不仅是对其重要性的检验，也是对他们的发现的含意的
广泛程度的检验。 

Kahaneman 和 Tversky 陈述中所提及的选择和行为被使用各种方法和权利的大量研究
者在许多复制的实验室和田野研究中所证明。人们的反应的这一观点也与大多数人的直觉

一致，正如美国法理学家 Oliver Wendell Holmes一个多世纪前所指出的那样[24](p.477)： 

这是人类头脑的天性。某一东西，或是财产或是主张，只要你长期以来所拥有并使用它，

深植它于你心中，你若不憎恶这种行为并试图保护你自己，它就不会被抹去，而你已经

得到它。这一法则能够几乎等价于询问人类最深切的本能的理由。 

相似的，在甚至更早的时候，亚当·斯密（1759）同样被其拥护者所经常支持的更一般
的观点是： 

我们更加痛苦……当我们从好的境遇落到坏的境遇时，相比于从坏的境遇上升到好
的境遇。 

这看起来是大多数经济学圈外人士的很一般的观点，在这一点上他们惊讶于为什么经

济学家要往其他方面想。 

 

5 得失估价不一致的一些含意 

行为科学发现的经济和政策含意当然不只局限于和评价不一致有关的方面。然而，这

些含意已经被更广泛报道和评论，可能是因为它们中的许多内容更加重要而且容易被观察

到，它们还预示着行为科学许多其它发现的含意。 

对得失递减的敏感度，和得失在各自范围内导致的关系的凸凹性，说明人们对所有的

变化不都是风险厌恶的，人们趋向于对收益的风险厌恶，而对很大范围的损失是风险追求

的。证明该结论很容易：通过让人们在确定的得到 80美元和以 0.8的机会得到 100美元而
有 0.2的机会什么也得不到之间进行选择，然后在两种可能选择收益前加上负号后再问同样
的问题。大多数人通常都会偏好收益的确定结果和损失的风险选择。 

对于某一固定数量的物品，人们对它们损失的评价要比得到的估价高的观察的含意也

包含许多标准理论的假设。例如，对人们偏好的一般估计是稳定的且在权利间保持不变，

这与人们在面对损失时要比在面对收益时对相同物品的评价高的发现矛盾。 

                                                        
①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如果 Amos Tverkey 没有于 1996 年去世，他肯定能得到诺贝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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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用真实金钱证明不一致评价的实验：当人们被问到愿意出多少钱得到一个杯子

时，他们对其估价 2 美元，当被问到需要给他们多少钱他们才放弃它时，人们估价为 7 美
元，而当被问到他们需要得到多少钱才能等于他们得到了杯子时，他们估价 3.5 美元[25]。

这些结果说明以他们愿意为获得或保留这个杯子所做的牺牲的方式，人们对它没有唯一的

估价。他们对杯子的估价与对杯子的所有权没什么不同，这种估价在如标准理论所预测的

被提出的交易的性质上也不是稳定的。相反，价值依赖于估价的背景。人们在预期放弃杯

子的背景下估价更高而在以某个概率得到杯子的背景下估价最低。 

相似地，因为人们对放弃一项权利时要求的比得到它所愿意牺牲的要高，所以无差异

曲线是不可逆的[26]。标准理论的一般偏好顺序假设，包括传递性、完整性、占优性和独立

性，都不能描述观察到的偏好和选择。这些理论假设和实际现象违背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实

验证明，其中人们首先得到对一个杯子、一支笔或 2 美元的所有权，接着可以用他们已经
拥有的物品去交换其他两种物品中的一种。结果（表 2）显示初始所有权的损失——尽管一
开始是随机给出的——也要比任何选择的收益价值更高，因此违背了通常的偏好顺序公理
[27]。例如，参加者对杯子的估价要比 2 美元高，对 2 美元的估价比笔的高，但对笔的估计
又比杯子的高，因此违背了传递性。有趣的是，这个实验还证明了禀赋效应在包含以钱易

物或以物易物的交换中几乎是都是存在且相似的。 

人们对物品的售价系统地高于他们的买价的另一个结果为，在给定均等收益和损失的

标准假设的条件下，无成本的自愿交换的可行交易的可能收益要小于预计可行所得。因此，

不仅最终市场结果依赖于权利的初始分配，而且可行收益越少就可能导致更少的帕累托交

易[28]。 

表 2   人们放弃初始权利以获得一个可选择权利的比例 

初始权利 可选择的出价 偏好 
  杯子 2美元 
杯子 2美元 97% 3% 

2美元 杯子 18% 82% 

  笔 杯子 
杯子 笔 12% 88% 
笔 杯子 90% 10% 

  笔 2美元 
笔 2美元 82% 18% 

2美元 笔 14% 86% 
来源：Knetsch（1995） 
 

相似地，科斯定理的预测——最终权利源于和初始产权分配无关的无成本的交易——
经常被用来证明规则和政策改革是正确的，也是不准确的，因为和人们对损失的评价比对

收益评价高的这一点上是不符合的[25]。结果可能正好相反：最终权利分配更可能是权利的

初始分配的函数——各种可转换的由公共管制部门初始分配的许可和执照的交易相对缺少
的发现可以证明这一点。 

禀赋效应对投资者的行为也有影响——一个有清楚的动机和激励的果断的非实验设
计。然而，因为人们对损失有更大的敏感度，则在以低于购置成本的现有市场价值出售股

份时，他们认为这是损失而更加系统地犹豫不决。这导致了观察到的相比于价格提高，当

价格降低时，出售的股票量的大量较少[29]。更进一步，Odean[30]在对数以千计的交易者长

达 7年的交易记录的回顾中发现，这种在出售受损股票的犹豫不决导致他们继续持有这些
股票，其回报平均比他们所出售的股票（其中大多数的价格都涨了）低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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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失价值的之间差异的一个更深层次的含意是在大多数损失估计、收益成本分析，以

及规则和政策选择中的这种偏见。损失的价值一般通过人们接受所要求的最小补偿就能够

被正确的测量——通常的帕累托测度方法——相反实际上损失是以人们为了避免损失所愿
支付的最大数量来测量的。对这一替代方法的证明是这些测度相等的假设一个连续信念，

且“因为他更容易测量和估计”[31](p.61)。 

这些含意从有关最近的结果也扩展到未来的结果。通常的理解是将来发生的得失要比

与之相当的现在的结果价值更小——现在的 100美元要比一年前的 100美元更值钱。期间
结果可以通过将使用反映人们对现在和未来的得失的时间偏好或权衡的单一比率的一般时

间贴现来进行比较。然而，正如人们通常对一件商品的支付意愿小于他们放弃这件商品的

要求，他们对未来收益的支付意愿也倾向于小于他们接受未来损失的要求。未来收益较小

的现值说明人们对未来收益的贴现率比他们对未来损失的贴现率都大，通常都大许多。我

们可以期望，基于人们贴现率的差异，在其它条件相等的情况下，相比于得到未来收益，

他们更乐于采取减少未来损害的行动。这个差异还说明许多人在相当大的范围的利率上“既
不是借方也不是贷方”，因为他们会要求高利率来放弃现在的权利，且只会同意在将来以确
定低的利率偿还或放弃。 

6 测度方法的选择 

在人们愿意对现在或将来收益的支付低于接受另外的与之相当现在或将来的损失要求

这一点上，如证据所显示的，一般是许多商品和权利可能成为收益－成本和其他种类经济

或政策分析的主题的情况，得失的不同组合会引起对现在或将来的收益或损失的价值的不

同测度。因为这些不同的测度可能会导致不同的价值，一个不合适的测度方法选择将会导

致严重偏离的估计——偏离的规模依赖于得失评价间的不一致的规模。 

在很多时候，因为标准理论中评价一致的假设，最普遍采用的方法是用最方便的测度

方法代替最合适的测度方法。特别是，广泛使用 WTP 测度方法估计损失和将来损失的价
值的方法，测度收益也是这样。例如，一般将损失的减少和消除作为一种进步，且通过人

们愿意支付多少来测量这种收益。然而，收益的减少——例如，图 1中从 A到 R的数量的
改变——不会被作为收益一样的评价——从 B到 R的数量的改变。损失的减少是一种正向
的改变，在仍在损失的范围内，且更适宜用WTA测度方法[32]。 

同样很普遍的是通过人们愿意支付多少来避免损失的方法来估计它。这也不是一种合

适的测度方法。对损失的一种适宜的测度方法是为对相反影响的使损失可接受的必要最小

补偿——通常的帕累托 WTA 测度方法。损失意味着从参考状态的移动，这一位置说明人
们只有能够得到如变化前一样好的条件的充分补偿时才会放弃这一权利——变化的数量应
是由自愿交易达成的。这就是 WTA 测度方法。与之相反，人们愿意支付以避免损失的数
量是对价值的一种不完全度量，因为它没有考虑到损失和收益对人们福利的影响上的差异。

它只是估计个人对权利损失是一样的感觉——在两个都劣于初始参考状态的位置上选择；
它并不包括伴随着放弃初始位置的损失。 

与现在大多数的实践相反，合适的测度方法选择为：收益或已知收益的WTP，损失和
损失的减少或消除的WTA。 

按照现有的证据，使用 WTP 测度方法来估计损失的价值可能会严重折中估价作用和
扭曲这种估价所意图提供的指导。在许多，如果不是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会导致低估损失

的价值——现在的和将来的。给定发现对损失的估价是相似收益价值的 2到 4倍，使用支
付意愿（WTP）测度所造成的扭曲在许多情况下可能是非常实质性的。这可能会导致过度
鼓励有副作用的行为，比如污染以及健康和安全的风险。相似的，补偿和损失判定可能会



经济学、经济学家和行为经济学：有关选择行为的某些问题 

 9

太小不足以提供适当的赔偿和足够的威慑，且对伤害采用不适宜的不严格保护标准会低估

进一步伤害所增加的损失。 

7 政策选择 

行为科学发现不仅为改进公共政策和规则设计，也为私人组织管理的改善提供了进一

步的机会。 

包含实际内容的重要决策受到基于行为科学发现所设计的程序影响的一个显著的证明

为 Thaler和 Benartzi [33]养老金计划提案。尽管详情不同，研究所着眼的美国的退休储蓄率

通常取决于雇员决定从他们的薪水和工资中拿出多少钱来用于这一目的。一般的结果为雇

员通常不愿为他们的退休储蓄贡献什么；即他们选择提供比预计和期望更少的退休收入的

数量。Thaler 和 Benartzi 指出这一通常的退休计划，即要求从现在收入中提取的方法将支
付描述成为雇员参考收入的一种损失。给定人们通常厌恶损失，则雇员就不愿接受这样的

损失而延迟提供贡献。所以 Thaler和 Benartzi建议反之这样询问雇员，他们愿意将从未来
薪水和工资的上涨中拿出多少来投入退休储蓄。这一变化将捐献描述成较不令人厌恶的已

知收益而不是一种损失。所提出的改变的初始应用包含了一家大型私人公司的养老金计划

的实际分配，结果雇员的退休储蓄率从 3.5%增加到 11.6%！ 

与这一反应一致的发现为人们对其工资削减和年度奖金削减所致的收入下降的公平性

判断上的差异[34]。奖金报酬的减少广泛的被认为是将已知的收益，较不令人厌恶，且比工

资削减更容易接受，工资削减被认为是强加于工人身上的一种损失。这些反应上的不同为

更大的工资柔性提供了实质上的可能性，因为对奖金报酬的调整要比工资的增减更容易进

行。 

以差不多相同的办法，相比于相当的打折，人们典型的反应是更厌恶涨价。价格变化

更多的被认为是一种损失，折扣的最终结果明显的被认为是一种将来的收益[34]。 

在公共财政领域，政府常常受到容易吸收与制订预算的花费相关的税收开支的诱惑。

例如，一项补贴，以免税的形式话则被认为是已知的收益，而开支帐户所支付的补贴则被

认为是一种更令人厌恶的损失。 

经济学家经常推荐支付赔偿金作为对开支损失的补偿来减轻损失。这通常是基于认为

由于人们可以用其他商品代替损失则偏好于得到金钱的这种有效性的假设，但是减轻措施

限制了他们降低特定损失的效果。然而，考虑到收益价值和减轻损害的价值之间的不一致，

人们实际上偏好于以补偿方式来减轻。 

很大程度上以相同的方法，人们一般支持对花在与征收有关公共设施的上的，而不是

与花在综合或者统一收入账户上的用户费的基金的收取。损失的感觉减少，如果基金被花

费在与收取金钱的目的有关的行动上。例如，停车场入门费更容易被停车场的用户接受，

如果他们得知这笔钱将花在提车场维护和改善而不是政府的综合收入账户上。 

这些例子说明只有一小部分的可能性行为科学发现被用于对人们偏好的更多考虑和改

善政策设计。政策反应利用这样的机会的程度将主要依赖于经济学家和政策分析者能够比

过去更加正视这些发现。 

8 经济学家的反应选择 

这些观察到的并且已经被广泛报道的行为和标准理论的假设之间不一致的例子，以及

这些例子在的经济方面的含意总是说明了大量其他发现。某些经济学家认为，这些使标准

理论失效的例子本身并没有提出一个可供选择的理论。但这并不是关键所在。关键是这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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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有益处，且行为研究的发现看起来正如计量经济学这一分支领域的发展所清楚证明

的那样为改善经济实践提供了机会。 

这些发现还说明，假设的和标准理论假设相一致的理性行为之间的违背并不是很普遍。

更多的是，我们理性选择的模型不是实际行为的精确模型[23]。因此，这些发现又一次提供

了修改标准理论的假设和预期的基础，这样会使经济学更加有用。 

除了某些例外，经济学家既不愿修改标准理论，也不愿将行为科学发现应用到实践中

去。忽视行为科学发现的主要例外是在金融领域——随着被一般被称为行为金融的发展。
正如 Shiller所言[35](p.83)： 

行为金融——即包括心理学和社会学的更加广阔的社会科学视角的金融学——现在成
为了最重要的研究项目，且它与大量的有效市场理论相矛盾。 

这是一个快速发展的领域，结果是有支持性的研究经常发表在重要的专业杂志和出版

物上。这些发现正在被迅速的应用，对它们的描述和说明经常出现在提供了大量行为见解

的商业出版物和书籍中[36]。 

在一个显著但较次要的程度上，行为研究发现在最近几年也被应用到法律研究中去

——尽管，除了很少的例外，还没有应用在法律实践或政策设计上[37][38][39]。现在经常会有

被称为行为法律的论文，经济学也出现在主要的法律杂志上，其中一些最有声望的杂志最

近为这一主题的文章提供了全部或大部分版面。 

然而，除了这些以及若干极少的其他例外，传统的标准理论的行为假设仍是经济学教

学的规范和对经济实践的引导。基于许多不同研究者使用各种方法所复制的研究，不管有

没有大量的实验证据，标准理论的一般假设还是经常被违背。实际行为与假设行为的系统

偏离并不仅限于政府文件和咨询报告的“灰色文献”——实际上，很少在其中有这样的发现。
相反的是，行为科学发现出现在经济学、心理学和相关领域的所有的最主要的对等评论的

杂志上。 

几乎所有的教科书都没有考虑行为科学的发现，甚至根本不提及它们的存在。当其被

提及时，也几乎总是限制于正文边上的编辑的一般兴趣“栏”，或者是在文中包含着诸如这
样作用的评论通知“这一部分可以被略过而不会影响全文的连贯性”。或者，由于难以忽视
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与标准理论不一致，这些发现只是被草草的提及，注释也是似是而非

的、无实质意义的可能解释，或者是以需要更多研究的所谓谦逊的注释一笔略过。 

在应用经济学的大多数领域，行为科学发现的作用也同样受到了限制。这里，缺乏对

相反证据的了解是一种规则，其中出现了一种普遍进行的对标准理论的偏离的注释可能性。

例如，不仅提到得失的WTP和WTA测度方法之间可能的差异，以及这种不一致的可能含
意，美国环境保护署的《经济分析准备指南》（2000）证明他们使用WTP测度方法来估计
因常规倾斜而退却的损失，“在通常的预测中，经济学家期望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之间的差
异很小”[31](p.60)。标准理论，没有得到行为科学发现的见解的帮助，仍使用其统治教条来判

断方案、规则提案和对它的批评。 

看起来有关标准理论对经济学家的“强力控制”和他们始终不愿意利用行为科学发现所
提供的机会来改进经济学的方法的唯一解释并不存在。然而，个人和组织所面临的不对称

的激励和抑制至少是一种部分的解释。不考虑结果的话，持续使用长期接受的和常规的方

法带来责难的可能性会很小。然而，偏离标准理论通常没有什么好处，且给职业期望和持

续支持带来了高风险。类似地，“集体思维”的压力导致了各种各样的审查制度和偏见，这
为遵守已有的习惯提供了很强的激励。正如 Palmer 所正确观察到的，“某些想法太新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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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与众不同，因而难以接受”[40](p.413)。成功的教科书的作者对忽视行为科学发现的解释毫无

疑问也是正确的：“如果我把这一点加到我的书中，就没有人会接受这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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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conomic behavior observed in experiments and in people’s everyday dealings is often at 

variance with predictions and explanations based on standard theory. The findings of systematic 

patterns of such economic behavior provide significant opportunities to extend the usefulness of 

economics. However, like the hesitation of participants in economic experiments to give up their coffee 

mugs, economists appear reluctant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se opportunities. 

 



经济学、经济学家和行为经济学：有关选择行为的某些问题 

 14

Keywords: Endowment; Behavioral economics; Policy 

 

 

收稿日期：2006-05-15;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7053200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05JJD630023)

天津市社科项目(TJ05-GL004)；南开大学"985 工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中国企业管理与制

度创新"资助研究成果"；南开大学“十五”、“211”工程建设项目资助-现代公司治理与企业创

新。 

作者简介：杰克 莱士 男 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教授  ；南开大学 泽尔滕实验室教授 

 

（本文原文用英语写成，中文翻译由李建标、孙娟完成） 


